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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结对集聚和空间关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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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就需要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中国工

业的空间格局。集聚是工业在空间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把测度两两配对产业集聚的结对集

聚指数和测度两两配对产业关联度的投入产出表相结合，首次构建集聚关联指数和关联集聚

指数，以研究不同空间尺度下空间关联性的差异和出现差异的原因。通过整理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中的二位数行业数据发现，一个区域出现结对集聚的配对产业数多不意味着该区域的

集聚关联度大。2003—2013年中国工业的集聚关联度先增加后下降；比较不同空间尺度发现，

集聚关联度与研究空间大小正相关，与基本单元大小负相关；比较相近空间尺度发现，城市群

和长江经济带内产业在区县和城市层次的集聚关联度较大。这种空间关联性的差异主要源于

现有区域治理体系、区域内的产业构成和外部冲击，受区域与产业政策影响，不同的区域和产

业将会演化出不同的产业空间格局。现阶段应继续以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为引领，补足城市

间产业同构、空间关联性差的短板，增强产业在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产业在空间的优化

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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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化
工业体系。中国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得益于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一是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现了工业从无到有的突破；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充分利
用低价劳动力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中国工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在全球产业
演进和竞争中不断发展，实现了工业从有到全的进步，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规
模第一的经济大国。当前全球经济低水平徘徊，各国“再工业化”政策引发产业回流，
全球工业进入产业争夺和格局重构的阶段。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不断攀
升，要素红利减退，亟需寻找新红利以应对逆全球化趋势，提升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
中的竞争力。面对大而全的工业基础，应该充分发掘工业自身的产业与空间结构红利，
从集聚中寻求利益增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各地区要根据自身条件，走合
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升产业基础
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1]。”那么，现阶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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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否构成分工和互补？不同的空间尺度下这种空间关联性有何差
异？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国内研究多聚焦于中国工业
的集聚格局，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两类：① 研究全国或特定空间的工业集聚格局的时空演
化[2-4]，这类研究的数据多取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空间基尼系数、胡佛指数等
方法测度全部工业在省或市层次的集聚，发现工业的空间分布呈先集聚后分散的特征；
② 研究特定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5-6]，这类研究多选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或中国海
关贸易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测度单个工业及其关联产业的集聚程度。

随着产业不断细分，国外学者们不再只关心单个产业的集聚特征，开始关注产业的
异质性和配对产业的同地布局[7-8]。Ellison等首次提出了“结对集聚（Coagglomeration）”

的概念①，并先后构建了3个测度集聚的指数，分别为γi、γc和 γc
ij ，统称为EG指数[9-10]。其

中γi测度单个产业的集聚程度，γc测度一群存在关联的产业的集聚程度[9]， γc
ij 是Ellison等

对γc的简化，测度两两配对产业的集聚程度[10]。国内有学者测度了γi
[11-13]、 γc [11]和Devereux

等提出的简化的γc[14-16]，用以研究全国层次的产业集聚问题；也有学者将γi和投入产出表
相结合，选取了集聚度较高的4个产业进行分析，测度单个产业的空间关联性[13]，但该方

法不易同时测度所有产业的空间关联性。 γc
ij 指数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但因计算复

杂度影响，目前还没有用 γc
ij 测度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结对集聚的经验研究，也没有把 γc

ij 和

投入产出表相结合的研究。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进行3方面改进：① 在研究范围上，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

分布具有较大的差异[17]，大量学者研究全国工业在省、市层次的集聚格局，极少比较不
同空间尺度内部的差异；② 在研究对象上，多数学者仅研究了全部工业的空间分布，忽
略了细分产业的异质性；③ 在测度方法上，一些集聚指数仅能反映产业在某空间的规模
集中，而不能测度大量企业在空间上的地理集聚。因此，本文把测度产业空间分布的 γc

ij

和测度产业关联的投入产出系数相结合，首次构建集聚关联指数（ACX）和关联集聚指
数（CXI），前者用来测度在空间上出现集聚的产业是否具有较强的上、下游关联，后者
用来测度与某产业有关联的其他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以研究中国工业的空间关联性。

本文有以下两方面贡献：① 把研究从产业集聚向产业链集聚推进，既测度了与单个
集聚产业存在关联的其他产业的集聚格局，也测度了区域内所有集聚产业的关联程度；
② 考虑了不同空间尺度的差异性以及利益冲突与矛盾。空间尺度具有多层次、嵌套性的
特征，研究产业的空间性需要确定两个空
间，即研究空间和基本单元，前者是研究范
围，后者是聚焦对象。这两个空间都存在不

同尺度，本文比较了在市、省、城市群②、长

江经济带和四大板块等5层研究空间里，产业
在区县、市和省 3 种基本单元的空间关联性
（表1），并以重点城市群为例，用细分产业的
关联集聚度分析存在空间关联性差异的原因。

①“Coagglomeration”是一个合成词，用来测度成对的产业或存在关联的一群产业的集聚程度。关联产业像“结对子”

一样在空间上同地布局，因此本文将其译作“结对集聚”。

②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

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

略融合发展。本文研究上述7个城市群，并命名为重点城市群。

表1 文中涉及的11种空间尺度
Tab. 1 11 spatial scales in this paper

基本单元

区县

市

省

研究空间

市

√
-
-

省

√
√
-

城市群

√
√
-

长江经济带

√
√
√

四大板块

√
√
√

注：“√”表示文中涉及的空间尺度，如第一个“√”表示

本文研究了市中的产业在区县层次的空间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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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 2005年、2007年和 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分析产业关联；选取 2003—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处于“营业”状态的企业为样本，测度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
考虑数据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对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异常值做以下处理：剔除工业总
产值小于等于0、工业增加值小于等于0、固定资产净额小于等于0、出口交货值小于0、
职工人数小于8人以及存活时间不足1年和超过60年的企业。同时，为匹配上述数据中
的产业，本文以GB/T4754-2002和GB/T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二位数产业为主要
研究对象，并将部分二位数产业合并，共研究25个工业产业（表2）。

2.2 研究方法
首先，如何描述两两产业的集聚。本文使用 γc

ij 指数[10]，用来测度产业 i和产业 j的结

对集聚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γc
ij =
∑
m = 1

M

(smi - xm)(smj - xm)

1 -∑
m = 1

M

x2
m

（1）

式中： γc
ij 越大，表示产业 i和产业 j在同地布局的程度越明显；M为研究空间下辖基本单

元的数量；以第m个下辖基本单元为例，smi表示该基本单元与所在研究空间的产业 i的就
业人数之比，xm表示该基本单元与所在研究空间的所有产业就业人数之比。若研究空间

有N种产业，则可得到
N ×(N - 1)

2
个配对产业的结对集聚指数。

其次，如何描述产业关联。自1976年 Jones提出分配系数后[18]，学术界以投入产出表

中的里昂惕夫逆矩阵 ( )I -A
-1
表示产业间的上游关联，以 (I -R)-1 表示产业间的下游关

联。本文把两个矩阵相结合，构建矩阵 G，以测度产业间上、下游关联。具体计算公
式为：

G = ( )I -A
-1

+((I -R)-1)T （2）

表2 文中涉及的25个产业名称及代码
Tab. 2 Names and codes of 25 industries in this paper

代码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产业名称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造纸业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代码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产业名称

化学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代码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产业名称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

工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注：2012年后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拆分为通用设备制造业（C15）和专用设备制造业（C16），故在2003—2011年共研

究了24个产业，在2012年和2013年共研究了25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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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为单位矩阵；A为直接消耗系数；R为分配系数；gij为矩阵 G 的第 i行第 j列元
素，表示产业 j对产业 i的拉动力和推动力之和。

最后，如何测度空间关联性。根据Los的方法[19]，本文把两两产业的集聚程度作为产
业关联的权重，得到集聚关联指数：

CX =∑
j = 1

N∑
i = 1

N

gij × γc
ij （3）

用CX表示研究空间内出现集聚的产业是否具有明显的上、下游产业关联。该指数越
大，集聚关联度越强，表明产业在基本单元的集聚具有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特征。但
由于 γc

ij 存在不能区际比较的缺陷[12, 20]，研究空间的基本单元数量越少， γc
ij 越大。为在不

同空间尺度、不同时间段上比较集聚关联度，本文对这种集聚偏误进行处理，构建了调
整后的集聚关联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ACX =
∑

j = 1

N ∑
i = 1

N

gij × γ
c
ij

~
γc

ij

（4）

式中：
~
γc

ij 是与该研究空间属于同一空间尺度的所有配对产业在全时间段上的 γc
ij 的平均

值。由于同一研究空间的不同时间段的偏误处理皆为
~
γc

ij ，可实现同一研究空间的集聚关

联度的跨时间的纵向比较；同时，不同空间尺度具有不同数量的基本单元，但同一空间
尺度的基本单元数量相近，该指标也可跨研究空间对集聚关联度作横向比较；但由于同
一空间尺度下不同研究空间的基本单元数仍有差异，故仅能比较不同研究空间的时间变
化，或比较具有相近基本单元数量的研究空间，但不宜直接进行横向比较。

此外，本文参考前人的方法[13, 21]，构建了关联集聚指数CXI，以测度与产业 i存在关
联的其他产业的综合集聚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CXIi =∑j, j ≠ i
σij × γc

ij, σij =
gji∑j, j ≠ i

gji

（5）

式中：σij表示在与产业 i存在关联的所有产业中，产业 j对产业 i的相对关联重要性。CXI
指数越大，表示与产业 i存在较强上、下游关联的其他产业的集聚程度越强。

需要注意的有两点：① γc
ij > 0表示在研究空间内，企业在基本单元上存在集聚， γc

ij

越大则结对集聚程度越高。为了考察出现结对集聚的配对产业是否具有上、下游产业关
联，ACX和CXI指数仅对 γc

ij > 0的产业进行加权求和；② 若研究空间不存在可分的基本

单元，则不能测度 γc
ij 指数，同样ACX和CXI指数无效。在本文的研究期内，东莞市、三

亚市、嘉峪关市和中山市为直筒子市，不设辖区，无法计算该市在区县层次的集聚格局。
本文的ACX和CXI指数具有以下优点：① ACX涵盖了研究空间的所有工业，以分

析产业的空间关联性；② 避免了以往集聚指数仅能测度产业在种类上的集中的缺陷，真
正反映了研究空间的产业在基本单元上的地理集聚；③ ACX和CXI指数具有 γc

ij 指数的

优点，即不受产业内企业的规模分布或空间单位粒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3 不同尺度下中国工业的空间关联性

3.1 不同空间尺度的横向比较
通过测度2003—2013年不同研究空间的中国工业在基本单元的集聚关联度（A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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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集聚关联度整体上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且在2008年达到峰值，将2003年、2008

年和 2013年的结果以箱线图的形式呈现（图 1） ③。受 γc
ij 指数影响，若基本单元的个数

较少， γc
ij 指数偏大，会存在异常大值。个别城市的市辖区数量较少，如鹰潭市辖 2区 1

县，新余市辖 1区 1县，这些城市的集聚关联度常为异常大值。同理，受数据可得性限
制，海南省可供研究的市级基本单元仅有海口市和三亚市，分析海南省的产业在市的集
聚关联度时亦出现异常大值。此外，根据ACX计算得到的中国工业集聚关联度较为稳
健，整体上呈现以下特征。

（1）从研究空间看，整体上，中国工业的空间关联性在不同空间尺度表现出不同的
特征，集聚关联度从强到弱依次是长江经济带、四大板块、城市群、省和市。① 从研究
空间的尺度大小看，集聚关联度随研究空间面积的增大而增加。在本研究中，城市是最
小的研究空间，城市层次集聚关联度最小可能受到产业种类的限制，若城市产业种类大
而全，产业在各区县层次的布局相对分散；若城市产业种类小而专，那么，尽管可能有
少数产业出现集聚，但与之存在关联的其他产业种类较少，这两方面原因都可能造成城
市在区县层次的产业集聚关联度较小。② 从研究空间的划分依据看，可以把空间分为地
理区、经济区和行政区。四大板块是通过是否沿海、地势海拔等地理特征划分的区域，
因区位条件、资源分布等自然因素，其子空间有着天然的地理联系，也因地理邻近性、
知识溢出强化空间自相关，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共性；但与行政区和经济
区相比，这类地理区内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小。也就是说，这类空间的同质性强，内聚力
相对较弱。对比尺度相近的空间发现，经济区的空间关联性最强。如城市群的集聚关联
度大于省，长江经济带的集聚关联度大于四大板块。这反映了经济区里出现结对集聚的
产业具有较强的上、下游关联，也进一步表明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合作和经济联

③ 需要注意的是，2011年前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关于企业的统计口径出现改变，分别是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一方面，从全时间段看，关键转折点在2008年，且2008—2013年变化较为平稳；另一方面，尽管统计样

本不包括规模以下企业，但对照中国经济普查数据发现，该样本企业涵盖了所有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的70%，所有工业企

业销售额的90%，是影响各地产业空间形态的主要因素，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可以认为样本选择对结果

偏误的影响较小。

注：横坐标括号外和括号里分别表示研究空间和基本单元，下文同。

图1 2003年、2008年和2013年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关联指数箱线图
Fig. 1 Box plots of ACX indices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in China in 2003, 2008 an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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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较为密切，应该更加注重要素在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同时促进城
市群和长江经济带内基本单元的错位发展。③ 从集聚关联度的变化幅度看，行政区的集
聚关联度较为平稳，而经济区的集聚关联度变化较大。这反映了在现有的区域治理体系
下，行政区内的产业分工更为稳定，其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行政分割和政绩
考核，在同一行政区内更易协调多部门、跨层次的多级机构，这有助于协调子空间的产
业分工，增强或维持空间关联性；二是尽管中央已审批多个城市群，各地政府也纷纷响
应，但跨行政区的经济区的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还不成熟，各自为政亦为
常态，这为经济区内的产业合作增加了壁垒。

（2）从基本单元看，集聚关联度随基本单元面积的增大而减小，即研究空间在区县
层次的集聚关联度较高，在市级的集聚关联度较弱。这与贺灿飞等[22]的研究结论相一
致，其可能的原因有：一是自“市管县”体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省政府将大多数企业
的管理权交由城市政府统一管理，增强了城市对各区县的统一协调能力；二是城市政府
是享有一定自主权的地方行政单位，尽管省政府与市政府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
由于区政府具有非独立性，这使得城市政府有更强的动机来实现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目标，
协调城市内部产业合理布局；而非积极配合省政府的调控，实现产业在城市间的分工。

（3）综合研究空间和基本单元可以发现，中国工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关联度从
大到小依次是长江经济带在区县层次、四大板块在区县层次、长江经济带在市层次、城
市群在区县层次、四大板块在市层次、城市群在市层次和省在区县层次。从时间变化
看，2003—2013年城市群和四大板块在区县的集聚关联度减小，省和城市群在城市的集
聚关联度基本稳定，长江经济带和四大板块在省的集聚关联度先增加后减少。由此可
见，尽管研究空间在区县层次的集聚关联度较大，但集聚关联度呈减小趋势，表明区县
之间的产业分工不断弱化，产业同构性加深，空间关联性减弱。其可能的原因是，中国
竞争的特殊性表现在以县域为单位的竞争，土地使用的权利在县级政府，县级政府有明
显的地方法团主义特征，像公司一样追求盈利性。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城市转向园区
工业化发展道路，但自2003年开始实行经营性用地的招拍挂制度后，政府经营土地成为
城市建设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城市发展转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23]，园区工业化发
展放缓，因此，2003—2008年不同研究空间在区县的集聚关联度变化不大（图 1）。而
2008年后，国家放宽土地抵押融资，城市加速扩张，新增开发区数量骤增。统计《中国
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的数据发现，2008年前每年批准约40个开发区，而
2008 年后每年批准约 200 个开发区，开发区的增多抑制了产业在空间的集聚 [24]，使得
2008年后产业在区县级的集聚关联度不断减少，区县间的产业同构性明显增强。

在区域发展路径创造和产业派生演化的过程中，本地与非本地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是路径创造与演化的重要动力[25-27]。在研究空间关联性时，研究对象的制度背景、产业和
空间特征是其本地要素，诸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东北振兴、园区建设、
产业扶持等经济激励为非本地要素（图2）。就中国而言，区域发展路径演化典型地表现
出多尺度制度合力推动地方发展的现象[27]，这种制度环境一般变化较小，主要解决基本
单元之间的协调问题，给空间关联性提供制度基础，保证空间内产业合作的稳定性和持
续性。而区域现有的产业和空间特征是动态变化的，现有产业通过关联性派生出新产业
重构产业类型，现有空间格局通过技术外部性和资金外部性加速“核心—边缘”结构的
形成，同时，本地产业的尺度特征影响着空间格局的演变，空间邻近性亦会影响产业的
选择和发展，因此，本地的产业和空间特征可以内生地决定空间格局，增强或减弱空间
关联性。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和空间上的分工协作主要受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一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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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力量，企业自由选址，不同的基本单元表现出不同的产业特征；二是通过政府的
调节，政府有意地在不同空间规划不同产业，实现产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工与协作。市
场有促进产业分工的动机，即会增强产业在某地的专业化集聚，但这种市场力量具有阶
段性特征。在早期，企业受马歇尔3种集聚驱动力影响而彼此靠近[28]，形成同种产业的专
业化集聚或关联产业的结对集聚；在后期，随着要素成本的上涨，产业在空间上出现扩
散并在更大空间内表现出集中，从而形成产业在更大空间上的分工与合作，提高了较大
基本单元的空间关联性。而政府同时具有增强不同空间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同构的动机。
在同一利益分配主体的管辖领域内，政府有意促进不同产业在不同空间上集聚，实现产
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工；而不同的利益分配主体之间存在利益藩篱，彼此竞争激烈，容
易形成产业在不同空间上的同构现象。如各级政府效仿中央政府并制定本地的主导产业
或重点产业目录，进而加剧了城市间产业同构，产业竞争和市场分割相伴而生，导致产
业在地理上出现分散布局[29-30]，加剧了空间竞争，削弱了空间关联性。除此，国际和国内
经济激励通过重构产业链和经济地理格局，改变本地产业和空间演化的路径，为一些区
域的发展打开了窗口，但具有不同本地要素的空间受经济激励会形成不同的结果。
3.2 重点城市群在区县和市层次的空间关联性

根据影响集聚关联度的两种力量可知，集聚关联度常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
3 个阶段，即先受市场因素作用，集聚增加，集聚关联度增强；后因政府竞争集聚减
少，表现为产业同构、集聚关联度减弱；最后通过跨行政区的各级政府协调合作，表现
为产业在不同空间的特色集聚和合理分工。郑艳婷等[4]研究制造业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分
布时发现，2008年前该地区制造业有向核心城市集聚的态势，2008年后则向其他地级市
均衡分布，本文研究产业在城市群上的空间关联性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从城市群的集
聚关联度变化看（图3），7个重点城市群的集聚关联度存在大小的差异和变化趋势的不
同。比较具有相近基本单元数量的城市群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在区县和城市层次的集聚
关联度好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在区县和城市的集聚关联度好于
京津冀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在城市的集聚关联度好于粤港澳大湾区。

图2 多尺度制度环境下的空间关联性的演化机制
Fig. 2 Evolu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relatedness in multi-sca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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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趋势看，在研究期内，除关中城市群在区县的集聚关联度增加外，其他城市
群在区县的集聚关联度呈减少或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通过整理2003—2013年批准的省
级开发区数量发现，除关中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内的省级开发区数量约等于其涵盖的
区县数量，如在2003—2013年京津冀城市群审批了约130个开发区，且不同开发区的主
导产业目录较为相似；而关中城市群覆盖了10个市和1个示范区，其省级开发区数量约
为 20个，其中 6个集中在咸阳，3个集中在西安，且不同开发区的主导产业不同，如西
安市以机械加工为主，平凉市发展煤电化工业，渭南市开发食品加工业，这种产业在空
间上的差异化布局为区域协调提供了载体，提高了关中城市群在区县和城市层次的产业
分工和互补，提高了空间关联性。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关中城市群和长江中
游城市群在城市的集聚关联度明显先增加后减少，其他城市群在城市的集聚关联度基本
稳定。其可能的原因是，这4个城市群在区县的集聚关联度减少主要源于城市间的产业
转移和扩散，而京津冀、中原和成渝城市群在区县层次的集聚关联度减少主要源于城市
内各区县间的产业同构。如成渝城市群在2003—2013年批准了114个省级开发区，其中
有约40个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从主导产业目录看，重庆和成都在区县层次的产业同构性
增强，多为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业，表现为城市群在区县层次的空间关联性减弱，但
其在城市层次依然具有较强的产业差异化分工的特点，在城市层次的空间关联性保持不
变。整体上，城市群的空间关联性还未进入产业分工优化的第三阶段，即城市群内整体
统筹还不完善，各城市、各区县间的产业合作和空间关联性有待提高，亟需完善经济区
的协调发展机制，落实协调发展任务，促进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
3.3 四大板块在区县、市和省层次的空间关联性

四大板块因空间尺度大，表现出较强的关联性，但不同板块的集聚关联度有着不同
的变化趋势（图4）。2003—2013年东北地区在区县和市的集聚关联度不断缩小，在省的
集聚关联度基本不变，表明东北地区的产业在区县和市层次的空间关联性减弱，但在各
省之间调整较小。其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东北地区未能同东部地区一样承接全球化
进程中的产业转移，未出现大量新企业的迁入和产业在空间的重新布局；另一方面，其
工业偏向重化型和资源型，在研究期内这类产业处于逆趋势，工业人口外流，导致以就
业人口测度的集聚关联度下降。

2003—2008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区县、市和省层次的集聚关联度保持不变，即
产业在空间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派生和集聚（不包括同类产业的更替），这与东部地区产业
在市和省的集聚关联度增加不同。其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的产业发展和腾飞从属于全球
化进程，中国加入WTO使产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而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是海运，邻近
港口就显得尤为重要[31]。东部沿海地区因邻近港口，更加接近国际市场，具有发展出口

图3 2003年、2008年和2013年城市群在不同尺度上的集聚关联度变化
Fig. 3 Changes of the ACX index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in 2003, 2008 an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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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型产业的明显优势，表现出产业的规模增大和种类增多，在这一时期东部地区的集
聚关联度明显增大，在空间上存在集聚的产业表现出较强的上、下游关联。2008—2013
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空间关联性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中部地区在区县、市和省的
集聚关联度减少；而西部地区在区县的集聚关联度减少，在市和省的集聚关联度增强。
其可能的原因是，相似的外部经济激励作用在不同的本地要素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
果。随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显现，两大区域的产业和空间结构出现了不同
方向的发展。中部地区具有发展的同质性，易出现产业同构；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较大，且因青藏铁路通车、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增多，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成本，易形成

“核心—边缘”结构[32]，表现出西部地区产业在市和省的集聚增强和产业分工。东部地区
在区县和市层次的集聚关联度较为稳定，在省的集聚关联度出现与上文相同的先增加后
减少的态势。

4 细分产业下重点城市群的关联集聚度

空间关联性的差异不仅源于内在制度环境和外部经济激励，还源于其内在产业特
征。历史遗存的产业格局会影响未来的产业格局[33]，从细分产业的视角看，产业关联对
空间集聚的影响取决于产业类型和空间尺度[22]，不同的产业布局形成了各异的空间关联
性。对比相近大小的空间尺度发现，经济区的工业集聚关联度最大。本部分对重点城市
群在区县和城市层次的细分产业布局进行分析，一方面比较不同城市群的工业类型，分
析空间关联性的大小和变化趋势的不同，另一方面比较工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布局，分
析不同尺度下空间关联性的差异。需要注意的是， γc

ij 指数大小受基本单元数量影响，无

法直接对所有城市群作横向比较。本部分仅就具有相近基本单元数量的城市群作横向比
较，分析城市群内部细分产业的关联集聚度。
4.1 不同城市群的工业类型比较

存在关联的产业常以产业配对的形式在同地布局，表现出结对集聚的特征。本部分
测度重点城市群的两两产业在区县和城市层次的结对集聚度（ γc

ij ） 和关联集聚指数

（CXI），并将结果展示在图5中。为了区分不同产业的关联度，本部分根据投入产出表测

度了各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Ri，具体计算公式为： Ri =∑j, j ≠ i
gji ，将25个产业分为

低关联产业、高关联产业、中低关联产业和中高关联产业，以分析不同城市群出现集聚
的产业类型，讨论空间关联性差异来源。

图4 2003年、2008年和2013年四大板块在不同尺度上的集聚关联度变化
Fig. 4 Changes of the ACX index of four regions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in 2003, 2008 an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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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集聚好不意味着产业链集聚好。大多数产业的结对集聚指数在0~0.05之
间，属于不非常集中和非常集中；部分产业结对集聚指数大于0.05，属于高度集中[9]。借
鉴陈曦等[16]的方法，本文测度了2013年每个城市群在区县层次的 γc

ij 指数大于0的配对产

业数量（共300个配对产业），发现数量从多到少依次是粤港澳大湾区（173个）、长三角
城市群（168 个）、成渝城市群（133 个）、京津冀城市群（123 个）、中原城市群（113
个）、关中城市群（109个）和长江中游城市群（94个）。这也验证了贺灿飞等[6]关于成渝
城市群成为继长三角城市群后最为重要的集聚区的论述。但是，某区域出现结对集聚的
配对产业的种类多，并不意味着该区域的空间关联性大。如粤港澳大湾区的配对产业的
种类数多于关中城市群，但空间关联性小于关中城市群。这是由于，配对产业的种类数
仅能说明该地是否有产业集聚区，不能说明配对产业的结对集聚程度，也不能反映这些
配对产业是否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第二，较多的高关联度产业易形成高空间关联性。从产业的类型看空间关联度的大
小发现，空间关联度高的三个城市群，如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其
高关联集聚度的产业多为高关联度产业和资源型产业，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C1）、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C2）、金属矿采选业（C3）、非金属矿采选业（C4）和仪器仪表及文
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C20）等。一方面，它们多为资源型产业，企业选址和产业布局
受自然资源影响较大，表现为关联产业在资源型空间的同地布局；另一方面，这类产业
与其他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度，根据Diodato等[8]的研究，产业关联度对工业的结对集聚
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关联度高的产业有较高的关联集聚度。由于这些城市群里存在着大
量的高关联度产业的集聚，从而表现为较高的空间关联性。

注：受篇幅影响，本文未展示长三角城市群的散点图，未展示在城市层次的散点图，可向作者索要。

图5 2003年和2013年重点城市群的工业在区县层次的集聚程度
Fig. 5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levels of key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2003 an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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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顺趋势产业会增强空间关联性。从产业的发展趋势看空间关联度的变化发
现，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和产业结构型转变具有一致性。从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行业结构变化看，资源型产业全面萎缩，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占比有大幅上升，成为工业中占比最高的两大产业[34]。关中城市群的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19）的关联集聚度最高，且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形成了
产业优势与区域优势的匹配[35]，关中城市群的空间关联性的增强。而其他城市群关联集
聚度高的产业多为资源型产业，这类产业萎缩，关联集聚度减少，空间关联性亦减弱。
4.2 不同城市群的工业尺度特征比较

比较城市群内每种产业在区县和城市两种基本单元的关联集聚度（CXI），以分析城
市群在区县和城市两种基本单元的空间关联性的差异。根据产业在不同尺度集聚的大
小，可将产业的空间分布划分为 4种类型（图 6），即产业在区县和城市的高关联集聚、
在区县的低关联集聚而在城市的高关联集聚、在区县的高关联集聚而在城市的低关联集
聚、在区县和城市的低关联集聚。其中，若城市群的大多数产业呈现第1种和第2种类型
的空间分布，那么该城市群在城市层次的空间关联性较大；若城市群的大多数产业呈现
第1种和第3种类型的空间分布，那么该城市群在区县层次的空间关联性较大。从产业的
尺度特征看，城市群工业的空间关联性具有以下特点：

（1）目前城市群的工业空间分布常表现出上述第3种类型（图6c），即产业在区县层
次的关联集聚度好于在城市层次的关联集聚度。表明城市群的大多数产业在不同城市都
有分布，且散落在少数区县上，导致各市间的产业同构性较强，产业在空间上的规模经
济较弱。在重点城市群中仅有个别资源型产业和传统产业处于第2种类型（图6b），如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C2）、金属矿采选业（C3）、纺织业（C6）和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C8）。这类产业受规模经济的影响较大，表现为在大尺度基本单元的集中。

（2）从高低技术产业分类看，高技术产业常在小尺度空间集聚。以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C19）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在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
群的区县层次的关联集聚度较大，但在城市层次的关联集聚度较小，同样表现出上述第
3种类型（图6c）。这一方面是由产业类型决定，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受到知识溢出
的影响，本地效应更为明显，表现为在小空间尺度上的集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高
技术产业在这些城市群里发展规模较小，产业和空间规模有待提高。

（3）第 1种（图 6a）和第 2种类型（图 6b）是理想的产业分布类型，一方面产业在
城市层次较为集中，更易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这种分布可以保证不同城市之间产业
同构性小，实现各市间的合理分工。从产业的尺度特征可以看出，现阶段的产业分工和
布局调整，应该结合产业的技术水平，分阶段地向着城市间的差异化发展推进。

注：图的外方块表示城市群，方块内的实线表示城市边界，虚线表示区县边界；蓝色代表有工业，白色代表无工业。

图6 产业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分布类型
Fig. 6 Typ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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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借助结对集聚度 γc

ij 指数和投入产出系数，构建了集聚关联指数ACX和关联集聚

指数CXI，分别测度出现集聚的产业的关联程度和与某产业存在关联的其他产业的集聚
程度，以测度 2003—2013年中国不同空间尺度下工业的空间关联性差异并分析其原因，
得到的主要结论为：

（1）整体上，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集聚关联度差异较大，出现较多结对集聚的
地区不意味着其空间关联性大。区域是具有同质性和内聚力的空间单元，经济内聚力强
的区域，如城市群、长江经济带等经济区，在尺度相近的空间中其内部集聚关联度相对
较高；而内聚力弱的区域，产业在空间分散布局，集聚产业的上、下游关联度相对较
低，产业同构现象更为严重。从基本空间单元看，中国工业的集聚关联度与基本单元的
尺度负相关，这主要受区域治理体系和细分产业的影响。“市管县”体制增强了城市政府
对区县的统一协调能力，表现为在区县层次较好的空间关联性。但以县域为单元的竞争
也使得区县间的产业分工在弱化，产业同构不断加深。具体表现为大多数产业及其关联
产业散落在不同城市，产业在城市层次的关联集聚度较低，在区县层次的关联集聚度较
高，但出现下降的趋势。

（2）现阶段中国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其他地理
空间上的产业的空间关联性较弱。从空间关联性看，成渝城市群的演化较好，其在基本
单元上出现结对集聚的配对产业数量较多，尽管其在区县层次的空间关联性在减弱，但
在城市层次的空间关联性提高，这为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区域协调都提供了较好的载体，
更为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
基础能力。东北地区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但在现有研究中，受外部竞争和自身重化型
产业类型影响，东北地区的产业在区县和市层次的空间关联性都在减弱。

（3）空间关联性的大小受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内部条件表现在区域治
理体系的制度环境和现有的产业与空间结构特征；外部环境表现在国际、国内经济激
励，相近的外部环境作用于不同的内在条件上将会演化出不同大小的空间关联性。同
时，区域内的产业类型也会内生地影响空间关联性的大小，主要体现在产业类型和产业
尺度特征两个方面。在产业类型方面，若某地的产业多为高关联度产业，则较易出现产
业集聚，表现为出现集聚的产业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即空间关联性较强。同时，若该区
域内集聚程度较大的产业为顺趋势产业，即该类产业规模相比于所有产业处于上升趋
势，表现出空间关联性的增强。在产业的尺度特征上，不同产业的发展适合不同尺度的
空间范围，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主要依赖于知识溢出，常集聚于小尺度的基本单元，而传
统型产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因此表现为在较大尺度的基本单元上集中，同
时，资源型产业依赖于特定的空间禀赋，表现为在特定空间的集聚。
5.2 讨论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对本文发现的政策含义和未来研究的改进空间作如下讨论：
（1）要实现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需要讨论当前的空间关联性是否

符合经济规律。从现有分析看，研究空间的重点是从制度层面解决基本单元的协调问
题，更大尺度、更具内聚力的空间内的空间关联性强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目前产业在更
小尺度的基本单元上的空间关联性强是受现有制度环境、外部影响以及产业类型的共同
作用，本文认为，产业仅在区县层次的高关联性是产业在空间上的低水平的表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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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产业在区县和城市层次的空间关联性同时降低也是低水平的表现。应该以城市为
基本单元，增强城市间产业的互补性和差异化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做强工业经济。

（2）提高空间关联性的难易取决于产业基础能力。高关联度产业更易提高区域的空
间关联性，在增强产业基础能力时亦需遵循集聚经济客观规律，把握好产业的尺度特
征。对于传统型产业，市场规模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机制，应注重产业在城市层次的合理
分工和布局调整；对于知识型产业，知识和信息溢出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机制，在区域发
展早期，应该注重产业在区县层次的合作互动，随着这类产业的规模扩大，可以进一步
增强这类产业在城市层次的融通补充，释放产业的结构红利，实现产业跨地区互动和优
势互补，巩固中国工业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优势。

（3）工业在结构和空间上的优化都向着符合工业强国标准的方向调整升级。本文仅
就不同区域的空间关联性的大小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在后期的研究中，还可以区分以
顺趋势型或逆趋势型产业为主导的空间关联性，以识别空间关联性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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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regional economic location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relatedness. Agglomeration is a
common spatial pattern of industry. We construct two indices by combining coagglomeration
and input- output linkages to analyze spatial relatedness. The first index is used to measure
relatedness of agglomerated industries (hereafter ACX index). The second index is used to
measure agglomeration of related industries (hereafter CXI index). Then, we use two-digit data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and measure the proposed indic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2 questions: (1) whether the spatial relatedness is different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nd (2)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in spatial relatedness. We find that more coagglomerations in
a region do not mean that the ACX index is large. The ACX index of Chinese industry presents
an inverted U- shaped distribution from 2003 to 2013. Comparing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CX index and size of the researched space,
however,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CX index and size of the basic unit.
Comparing similar spatial scales, we find the ACX index is larger in city clusters and the
Yangtze Economic Belt. These differences are mainly due to the existing reg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industrial composition of the region and external shocks.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dustrial composition will evolve into different industrial spatial patter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networks of cities and towns based on city clusters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o as to enhance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urban cooperation. In this way, the
optimal regional economic location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uld be achieved.
Keywords: coagglomeration; EG index; industrial relatedness; spatial scale; regional economic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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